
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中国史学近代化

历史编纂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变化都会在历史编纂学中体现出

来，并且往往以通史编纂为载体。 比如，２０ 世纪初兴起的“国史重写”运动，几乎都贯彻了“新史学”
理念———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、以民族国家为叙述范围、以民史取代君史等。 在接受西方史学观

念过程中，公羊历史哲学、传统民本思想等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，这同时又是中国史学特有的

“通史家风”的传承。 综上可知，近代历史编纂学新格局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西方，而是中西方史

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，无论是官方修史的延续，还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编纂，都带有浓厚

的本土特色。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，也并没有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而丢失。 恰恰相反，随着中国史学近

代化程度的加深，中国史家越来越强调中国史学的主体性，对争夺史学话语权抱有充分的自觉，并努

力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。

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

———以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构建为中心

童　 杰　 （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）

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产生于 ２０ 世纪初，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，关于其命名、性质、内涵及定义的

研讨从未中断。 清末，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概念。① 民国时期，又有章

太炎、傅斯年、陈训慈、姚名达、周予同、张其昀、刘咸炘、何炳松、邓广铭、蒙文通、宋念慈、张寿镛、钱
穆、李源澄、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“浙东学派”。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诸多学者从不同

角度持续深化了对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。 纵观“浙东学派”百年学术研究，一方面成果斐然，粲然可

观；另一方面，“浙东学派”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，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，具备了

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。 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，中西史学碰撞、新旧学问争锋，彼此

相互渗透、磨合，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。 “浙东学派”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

念，同时，因为“浙东学派”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，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

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———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“浙东学派”为理，沟通中西，
改造文明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“浙东学派”为名，钩沉绝学，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。 无论贬

斥抑或表彰、谬误抑或精准，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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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０４ 年 ９、１０、１２ 月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从报》（半月刊）陆续刊载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的第七章“近世之学术（起明亡以迄

近日）”，最早提出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。
民国时期，关于“浙东学派”的研讨先后出现在章太炎《訄书·清儒》（《章太炎全集》第 ３ 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）、傅斯年

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（《新潮》第 １ 卷第 ４ 号，１９１９ 年 ４ 月）、陈训慈《浙东史学管窥》（《史学》创刊号，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）《清代浙东

之史学》（《史学杂志》第 ２ 卷第 ５—６ 期合刊，１９３１ 年 ４ 月）、姚名达《章实斋之史学》（《国学日报：述学社刊物之一》第 ２ 卷第 １ 期，
１９２７ 年 １ 月；第 ２ 卷第 ２ 期，１９２７ 年第 ２ 月）、周予同《第四期之前夜》（《一般》第 ６ 卷第 １—４ 号，１９２９ 年 １ 月）、张其昀《宋代四明之

学风》（上、下）（《史学杂志》第 １ 卷第 ３ 期，１９２９ 年 ７ 月；第 ４ 期，１９２９ 年 ９ 月）、刘咸炘《先河录》（刘咸炘：《推广书》，成都古籍书店

１９９６ 年版）、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（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）、邓广铭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（《益世报》
（天津版）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）、蒙文通《评〈学史散篇〉》《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》《跋华阳张君〈叶水心研究〉》（蒙文通：《中国史学

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）、宋念慈《渊源流长之浙东史学派》（《浙江青年》第 ２ 卷第 ６ 期，１９３６ 年 ４ 月）、张寿镛《宋元学案补

遗序录》（张寿镛辑：《四明从书》第 ５ 集，广陵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）、钱穆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）、李源澄《浙东史学之

远源》（《史地杂志》第１ 卷第３ 期上册，１９４０ 年９ 月）、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）等著名学人的论著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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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浙东学派”学术渊源及其提出

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最初导源于“浙东史学”“浙东学术”及“浙东之学”，后几个概念都是清代史

学理论大师章学诚提出的。 １７９６ 年，章学诚痛悼挚友邵晋涵逝世，在《与胡雒君论校〈胡穉威集〉二
简》中谈道：“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，哀悼累日，非尽为友谊也。 浙东史学，自宋、元数百年来，历有渊

源。 自斯人不禄，而浙东文献尽矣……而其名不为越士所知。 又有黄梨洲者，人虽知之，遗书尚多未

刻，曾于其裔孙前嘉善训导黄璋家，见所辑《元儒学案》数十巨册，搜罗元代掌故，未有如是之富者也。
又有鄞人全谢山，通籍清华学士，亦闻其名矣，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，为功于史学甚大，文笔虽逊于

邵，而博大过之，以其清朴不务塗泽，故都人士不甚称道，此皆急宜表章之书。”①该信中最早出现“浙
东史学”的概念，并指明其学术源于宋元。 在史学上，章学诚对邵晋涵寄托了极大的希望，在其逝世

之际因未曾将所学传授高徒，亦不曾著书流传，由此哀叹“浙东文献尽矣”，更感慨其名声在绍兴当地

不为士林所知。 章学诚还列举了黄宗羲与全祖望的事例，说明他们于史学功劳卓著，却鲜为人知，所
以亟待表彰。

１８００ 年，章学诚撰成《文史通义·内篇》，其中讲道：“浙东之学，虽出婺源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

江西陆氏，而通经服古，绝不空言德性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。 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，复与朱子抵

牾。 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，与朱子不合，亦不相诋也。 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，而开万氏弟

兄经史之学，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，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……浙东之学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此
其所以卓也……浙东之学，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。 故其见于世者，阳明得之为事功，蕺山得之为节

义，梨洲得之为隐逸，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……或问：事功气节，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？ 曰：史
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”②此处，章学诚揭示了“浙东学术”从王阳明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万氏兄

弟乃至全祖望“宗陆而不悖于朱”，对于朱熹与陆九渊两派有益思想兼收并蓄的博洽与宏大，其特点

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表现为事功、节义、隐逸、经术、史裁等。 此外，他还强调了“浙东学术”重视学

术经世致用。 章学诚对“浙东史学”“浙东学术”“浙东之学”概念的提出，为后世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

构建提供了多个维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依据：此派学者籍贯集中于浙东地区；学术渊源于宋元，延及

明清；尊史学重经术；揭示从王阳明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万氏兄弟到全祖望的学术传承谱系；强调学术

经世致用，重视事功与节义。
１９０４ 年，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讲道：“复有浙东学派者，与吴派、皖派

不相非，其精辟不逮，而致用过之。 其源出于梨洲、季野，而尊史。 其巨子曰邵二云晋涵、全谢山祖

望、章实斋学诚……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。”③这一论述，其一，辨析了浙东学派与吴派、皖派的区别

与短长；其二，强调了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；其三，勾勒了从黄宗羲到章学诚的学术谱系；其四，表达

了梁氏个人对浙东学派的推崇。 １９２３ 年，梁启超再次讲道：“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，其派复

衍为二。 一为史学；二为王学。”④进而强调浙东学派以史学与经学为卓著的特点。 １９１６ 年，章太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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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，第 ７０３—７０４ 页。
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 １２１—１２２ 页。
梁启超：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，第 １２４—１２５ 页。
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，第 ４５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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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论析清代学术之际时谈道：“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，万斯大、斯同兄弟，皆鄞人，师事余姚黄宗羲，称
说《礼经》，杂陈汉、宋，而斯同独尊史法。 其后余姚邵晋涵、鄞全祖望继之，尤善言明末遗事。 会稽章

学诚为《文史》《校雠》诸通义，以复歆、固之学，其卓约过《史通》。 而说《礼》者羁縻不绝。 定海黄式

三传浙东学，始与皖南交通。 其子以周作《礼书通故》，三代度制大定。”①相较于梁启超的论述，章太

炎论“浙东之学”的学人谱系下延到了舟山黄式三、黄以周父子。 １９１９ 年，傅斯年撰文总结清代学问

为“四派五期”：第一是朴学派，第二是今文学派，第三是理学派，第四是浙东学派。 傅氏认为浙东学

派“有黄梨洲、万氏兄弟、全谢山、章实斋等。 他如王船山、陈兰甫诸君虽然不能算浙东学派，可是就

学问的性质上分来，有非常相同之点，很当以类相从，归成一派”。② 傅氏以宏阔的视角俯瞰清代学

术，将浙东学派定义为四大学派之一，并认为王夫之、陈兰甫的治学之道亦与浙东学派趋同，无疑对

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阐释与理解起到了认同之认同的强化效果。

二、“浙东学派”的构建及辨正

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代初，陈训慈、姚名达、周予同、张其昀等人在梁启超、章太炎、傅斯年开

辟的理路上对“浙东学派”予以阐释、补充。 迨至 １９３２ 年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出版，最早系统论

述了“浙东学派”。 何炳松主张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“一定的地点和名称”，他在序言中讲道：
“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，实以程颐为先导。 程氏学说本以妄与怀疑为主，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

相近……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、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、陈亮等，实创浙东永嘉、金华

两派之史学，即朱熹所目为‘功利之学’者也。 金华一派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

家之辈出，金华本支则曾因由史入文，现中衰之象；至明初宋濂王祎、方孝孺诸人出，一时乃为之复

振……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。 适明代末年，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‘左袒非朱，右
袒非陆，’……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，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、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、章
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；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，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，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，方
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，实足竞爽。 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。”③何氏将“浙东史学”等
同于“浙东学派”，主张南宋“浙东史学”的学术精神源于程颐，并勾勒南宋永嘉、金华两派史学传承

程学迄于元代延及明初，以及明末刘宗周开端绪，衣钵传至清初黄宗羲，进而蔚成宁波万斯同、全祖

望及绍兴邵廷采、章学诚等两个时期浙东史学派的谱系。 这个分期影响很大，后来学者虽有不同见

解，但其启发与借鉴之功不可磨灭。
此外，何炳松关于南宋“浙东史学”以程颐为宗主的立说不失为独到见解，然而学理支撑上有所

欠缺。 １９３５ 年，邓广铭撰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予以辩驳：“南宋因朱子

之出而理学集厥大成，理学的气焰遂压倒一切；因而朱子推尊尹洛，尹洛之学的权威亦遂大定。 并时

而起的一切学术，文史功利莫不在被排斥之列，于是一般人只以厕身理学之林为荣，外此则全为卑俗

之学而不足以向世人夸耀。 其不甘向风而靡者唯有浙东诸人，而后之论者却又多方代为攀附，将他

们也列为道统中人，对其学问的主体所在抛开不管，对其所从出的源泉更有意地加以掩讳。 这种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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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：《章太炎全集》第 ３ 册《訄书重订本》，朱维铮校点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，第 １５７ 页。
傅斯年：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，《新潮》第 １ 卷第 ４ 号，１９１９ 年 ４ 月。
何炳松：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，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，第 ３—４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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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在现时的我们绝不应再行因袭，而何炳松先生却是不唯因袭了而反加甚。 以集理学大成的朱子，
其批评浙东之学为舍本逐末自属应尔，我们如能抛去理障与道统之见，则单是他们在功利之学一方

面的成就已足使他们卓然成家，何况在文史方面都还有更深湛的造诣。 又何必怀着主奴的成见而代

为洗白、掩饰、厚诬古人以其不肯为不屑为的事呢。”①此文正本清源，循名责实，直击南宋“浙东学

派”以程颐为宗主说转相攀附的要害，并道明了南宋“浙东学派”坚守宗旨，不为道统所折服的清高

学品。 撇开学理上的孰是孰非，这场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何炳松与邓广铭之间关于“浙东学派”的
学术辩论，极大刺激了当时及后来研究者对“浙东学派”的关注与研讨。

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至 ４０ 年代，蒙文通、宋念慈、张寿镛、钱穆、李源澄、金毓黻等相继对“浙东学

派”进行研讨，在分期、性质、内涵上各有不同的见解与研究。 特别是金毓黻于 １９４４ 年提出：“或以章

学诚生于浙东，于《文史通义》中著有《浙东学派》一篇，因谓史学为浙东所独擅，此似是而非之论

也……浙东人研史之风，元、明之世本不甚盛……观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，而导源于王阳明，盖
与宋代吕、叶、二陈绝少因缘，其源如此，其流可知。 万斯同固亲承黄宗羲之教矣，全祖望私淑黄氏，
续其未竟之《学案》，亦不愧为黄氏嫡派，至于章、邵二氏，异军特起，自致通达，非与黄、全诸氏有何因

缘，谓为壤地相接，闻风兴起则可，谓具有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。”②金毓黻指出了此前民国学者“浙
东学派”构建的三个要害：其一，“浙东学派”的学人擅研史学，但不表示史学为浙东学者独擅；其二，
南宋“浙东学派”与明清“浙东学派”之间在学缘上没有传承，中间的宋元之世研史风气比较淡薄；其
三，明清“浙东学派”内部，黄宗羲与万斯同、全祖望是师徒关系，与邵晋涵、章学诚则没有师承关系，
仅以宁波、绍兴两地接壤，将两地治史学者拢为一个学派，实为偏党之见。

三、史学近代化视域下的“浙东学派”

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，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，期间还奔走于夏威夷、南洋、澳
洲、美洲等地，他采风问俗、体察各地政情与历史，并结合阅读大量日文翻译的西方史著，酝酿了革新

传统史学的不朽理性与激越情感，所谓“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，随感情而发”。③ 《中国史叙

论》与《新史学》相继在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、１９０２ 年 ２ 月发表，梁启超倡导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书写中国通

史，并批判中国的旧史存在“四弊二病”。 梁启超自况“新思想界之陈涉”，④为了破旧立新不惜用卤

莽疏阔的手段矫枉过正，某些论述虽失之于偏激，然其“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，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”
的坚毅与勇锐，⑤确乎起到“烈山泽以辟新局”之效，⑥并由此立起了“史界革命”的大旗。 “浙东学

派”正是在梁启超号召“史界革命”背景下提出的，民国时期章太炎、傅斯年、陈训慈、何炳松、张寿

镛、钱穆等众多学者多从肯定的立场表彰“浙东学派”，这与该学派强烈的民族意识、重视事功与节

义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尊史重经、重视文献搜集与整理、重视近代史书写、不持门户之见、贵专家之

学、文以适用等特点有紧密的关系。 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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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⑥

邓广铭：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，《益世报》（天津版）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。
金毓黻：《中国史学史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，第 ３５２—３５３ 页。
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，第 ２０６ 页。
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第 ２０６ 页。
李大钊：《青春》，《新青年》第 ２ 卷第 １ 号，１９１６ 年 ９ 月。
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第 ２０６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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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“浙东学派”强烈的民族意识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重视事功与节义的特点，在清末、民国初

年特殊时代背景下，受到仁人志士的重视。 清末，梁启超、章太炎等人的学术研究与革命活动直接关

联，章太炎提出“用国粹激动种姓，增进爱国的热肠子”。① “浙东学派”的开山人物黄宗羲是明末东

林党人后裔，受其父黄尊素的影响，重廉耻尚气节，明亡之后曾组织义军抗击清军。 在清朝政权巩固

后，黄宗羲退隐家乡设馆讲学，康熙帝屡次以礼征诏，皆以老病疏辞，拒不仕清，始终坚守明遗民立

场。 黄宗羲嫡传弟子万斯同同样很有民族气节，早期一直拒绝与清廷合作。 后因修撰明史事关人物

毁誉与历史评价，在黄宗羲的要求下，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，不属衔、不受俸，几乎以一己之力

完成 ４１６ 卷《明史稿》，梁启超盛赞：“清代史学极盛于浙，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……其以独力成《明
史稿》，论者谓迁、固以后一人而已。”②继黄宗羲、万斯同之后，全祖望大力表彰故国忠义，旨在“大阐

幽德”，发扬民族正气，其《鲒埼亭集》收录了大量神道碑、墓志铭、行状等记述抗清义士及明遗民的

内容，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。 五四运动前后，抱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傅斯年也注意到了“浙东学

派”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与经验智慧。 九一八事变后，傅斯年针对日寇与汉奸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

的恶劣舆论，发表《中华民族是整个的》，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，从理论上予以有力反击，展现了书

生报国的一腔热忱，与历史上“浙东学派”强烈的民族意识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重视事功与节义的品

质若合一契。
第二，“浙东学派”重视文献整理、经史并重的学术理路，特别是章学诚提倡“六经皆史”的理念，

契合民国时代“整理国故”活动的需要。 民国建立后，读经被明令禁止，经学虽然变成了死亡的学问，
但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还有相当深厚的基础。 “浙东学派”重视史学，也有重

视经术的传统，章学诚于 １７８８ 年给孙星衍的信中写道：“愚之所见，以为盈天地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
是史学，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”③此外，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篇首提出：
“六经皆史也。 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④胡适将“六经皆史”阐释

为“六经皆史料”，虽有所曲解，但客观上为当时社会上大量认同尊孔读经的人创造了条件。 特别是

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“整理国故”活动方兴未艾，“浙东学派”六经皆史的学术理路与重视文献整理的传

统，同样与之契合。 １９２３ 年，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：“第一条路，便是近人所讲的‘整理国

故’这部分事业。 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，便是历史，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

族……但即以现存的正史，别史，杂史，编年，纪事本末，法典，政事，方志，谱牒，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

文等类而论，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，拿历史家眼光看来，一字一句，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，又不

独史部书而已，一切古书，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，拿他当历史读，都立刻变成有用，章实斋说‘六经皆

史’，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；但从历史家立脚点看，说‘六经皆史料’，那便通了。”⑤顾颉刚也谈道：“我
始终认清一个目标，知道他们治经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，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，使得我们

以后没有经学，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。”⑥

第三，梁启超在 １９０２ 年发表了《新史学》，何炳松于 １９１２ 年译述了鲁滨逊《新史学》，作为“史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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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：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，姚奠中、董国炎：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，第 ９７ 页。
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第 １４７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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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 １ 页。
梁启超：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———梁任公先生为东大国学研究讲演》，《时事新报》（上海）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。
顾颉刚：《顾颉刚自传》，顾颉刚：《宝树园文存》卷 ６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，第 ４１３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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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”“新史学”的倡导者，不约而同地大力表彰代表传统史学的“浙东学派”，足可见该学派蕴含了

契合新时代学术文化建设所需的与时迁移、应物变化的非凡内涵与优秀特质。 此外，民国时期皇朝

体制被推翻，国史馆与清史馆虽被保留下来，但因无法融入新的政治体制与时代文化，官方掌控史学

的权力留出了真空，私家修史的空间增大。 在新史学的影响下，民国史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清史纂修，
学术史、文化史、社会史、交通史等都受到重视与认可，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 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
章太炎《訄书·清儒》、钱穆《国学概论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等有关清代学术史的优秀史学著作

相继出现，这些分析清代学术史的作品，无一例外地讲到了“浙东学派”，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，梁
启超热情激昂地表彰“浙东学派”：“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、万季野，而昌明于章实斋……三君之学

不盛行于清代，清代史学界之耻也！”①１９２０ 年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发表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，亦引起

了民国学术界对章学诚的关注，胡适、姚名达等先后撰文表彰章学诚的史学，作为“浙东学派”学人谱

系中的重要人物，间接地推动了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传播、接受与使用。

结　 语

２０ 世纪初，梁启超慧眼卓识最早提出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，并界定了该学派基本的谱系、内涵与

特点，因其代表人物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皆为有清一代最为卓越的史学家，具有

强烈的民族意识、倡导学术经世致用、重视事功与节义、不持门户之见、贵专家之学等优秀的学术品

格，从而引起了众多民国学人的关注，并参与“浙东学派”的构建中。 “浙东学派”的学人谱系，从最

初清代“浙东学派”推衍为南宋“浙东学派”，其重视经术、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经史要义的阐发等

朴实学风被进一步发掘。 “浙东学派”史学大家所秉持的坚定的文化担当与传承意识，特别是师生传

承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经史学学脉，不仅造就了浙东经史学源远流长的特色，同时也为其后续的

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，在坚守中传承，在传承中创新。 “落其实者思其树，饮其流者怀其源”，
民国时期在中西思想冲突、新旧学术矛盾的文化背景下，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提出，起到了融会多元、
贯通并包的作用，很好地提炼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精髓，诠释并厘清了以浙东经史学为代

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。

（责任编辑：张舰戈）
（责任校对：苑　 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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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，第 ２９７ 页。


